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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虽然是与郭沫若并称的马克思主义史

学大师， 但很明显的是，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

历史较晚， 1931 年出版的 《正史考略》中， 没有

一句话讲到社会历史的阶级内容，此时“他对马克

思主义理论还不熟悉， 治学没有脱离汉学家的道

路”[1](P9)。 约十年后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他

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论述中国历史的

著作。范文澜学术道路所发生的转变不可谓不大。
本文以范文澜的经学研究为例， 探讨其学术道路

的变化。
范文澜幼年接受的是传统私塾教育， 中学毕

业后，于 1913 年考入北大文预科，次年考入文本

科国学门。 也正是自这年 6 月夏锡棋被任命为文

科学长后，北大文科的学风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此

以前，姚永概任文科教务长，桐城派的学风在北大

文科居于优势。夏锡棋主持北大文科后，引进了章

太炎一派的学者，如黄侃、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

等先后到北大文科教书。他们注重考据训诂，以治

学严谨见称，“这种学风以后逐渐成为北大文史科

教学与科研中的主流”[2](P48)。 1917 年范文澜本科

毕业，曾担任蔡元培的私人秘书约半年，后继续在

北大文科研究所国文门 (后改称国学门) 做研究

员。在此期间，范文澜继续得到钱玄同、陈汉章、黄

侃、刘师培等名师的指点与熏陶。 [3](P426)

黄、陈、刘等作为当时北大的学统正宗，所引

领的乾嘉训诂考证之学的风气， 对范文澜早期的

治学道路有十分深刻的影响。 范氏曾自我批评式

地自述：五四前夕，“（我）正沉溺在训诂考据的圈

子里，并不知道‘五四’的快要来到”，“我那时候深

信天下学问只有‘好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曾跟

古文经学家摇过旗，曾跟‘选学妖孽’呐过喊”。 在

学业上范文澜得到老师们的欣赏，“认为颇堪传授

‘衣钵’”，父亲与叔父也十分支持，因此在相当长

的时期内，“追踪乾嘉老辈”，[4]成为范文澜全部生

活的唯一目标。
五四运动的爆发， 并没有改变范文澜的好古

兴趣，他说“我在五四运动前后，硬抱着几本经书、
汉书、说文、文选、诵习师说，孜孜不倦，自以为这

是学术正统， 文学嫡传， 看不起那时流行的白话

文、新学说”[5](P156)；“《新 青 年》时 代 过 了，接 着 是

从乾嘉朴学到唯物史观
———以经学研究为例看范文澜学术道路的转变

吴海兰

摘 要：范文澜学术道路的转变在其经学研究方面有明显的轨迹可寻。 他早期受陈汉章、
黄侃、刘师培等学者影响，治学“追踪乾嘉老辈”，经学研究呈现出典型的古文经风格；抗战前后

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列理论，并运用马列主义对中国古代的经学进行了首创性的批判总结，由此

从一名正统派经学家转向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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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现代评论》争霸时期。我那时候受老师宿

儒的影响， 想把汉学的训诂考据和宋学的性命义

理融成一片，希望做个沟通汉宋的学者，对那些新

思潮，认为没有多大道理”[5](P18～19)。 反对白话文与

新学说，这无疑来自于黄侃的影响。黄侃作为章太

炎嫡传弟子中守旧派的代表人，其特点是“凡旧皆

以为然”，[6]（P24）他同时也是五四前北大文科最有力

的守旧派， 一有机会便对白话文及胡适等人冷嘲

热讽，“每次上课必定对白话文痛骂一番， 然后才

开始上课。五十分钟上课时间，大约有三十分钟要

用在骂白话文上面”[7](P23、19)。 范文澜在北大这场新

旧文学的论战中， 选择了拥护旧文学的立场。 因

此，他同那些新潮人物疏远了起来，如一度认为白

话文首创者之一的鲁迅“离经叛道”，“走错道路”，
而不再专程拜谒。

1925 年兴起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对范文澜

有很大触动，他不再只是埋首治学，而积极投身于

这场运动中。他主动参加天津市民大游行，嗓子都

喊哑了，但这种举动竟然被某些人取笑，这让他认

识到 “老师宿儒， 虽然学问方面有可以佩服的地

方，行为却不必看与议论符合”[4]。 “凡是口头上说

些道德伦常或装扮得俨然道貌， 望之肃然的人，
细细查究一番， 十之十被我发现人欲横欲， 出人

意外的不道德行为。 于是我灰心了， 所谓满口道

德仁义的老师宿儒， 止是披一身吓人的道袍而

已”[5](P18～19)。 这些取笑他的人中，不少都是老牌国

民党员。 这无疑对于范文澜次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虽然范文澜在加入共产党

后， 通过阅读相关书籍， 认识到革命不是快意高

谈，而是伟大艰苦的实际行动，回头再看当年“追

踪乾嘉老辈”的那个大志，不但不大而且简直有些

渺小。 “我毫不犹豫地放弃老营寨，愿意在新时代

前面缴械投降”[4]，但是，范文澜早期出版的《群经

概论》(1926 年) 、《正史考略》(1931 年) 、《文心

雕龙注》(1936 年)等著作，仍“不外乎清代朴学家

们反复搜求、讨论的内容”[1](P10)。 这表明直至全面

抗战前夕，其治学一直遵循的是乾嘉考证模式。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时局丕变，国难日深，

考据之学的号召力大大降低，1937 年抗战的全面

爆发， 更使以远离现实为荣的考据学受到人们的

冷落。[8]（P104～105）而蒋介石却反其道行之， 先于1934

年发起新生活运动， 在全社会推行孔孟道德， 定

8月27日为孔诞节，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祭孔尊孔

活动。 与此同时，伪“满洲国”也宣布每个中小学

生读经， 虽然有很多学者反对这股复古尊孔逆

流， 但抗战爆发后， 国民党鼓吹为了发扬民族自

信心和凝聚力， 继续有意识地提倡尊孔， 国统区

内为宣扬孔子所设立的书院、 刊物和书籍相继出

现，蒋介石、陈立夫著书立说，倡导孔孟道德和人

生观，尊孔读经潮流再度抬头。[9](P83～90)这就是毛泽

东所说的 “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

分猖獗”的大致情况。[10](P163)经学已经走向末路，而

国民党政府还在枉费心机地提倡读经，“结果止增

加青年学生的‘头痛烦恼’，在政治高压之下，勉强

来个‘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丝毫不起预期的作

用”。[5](P74)范文澜的经学研究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

转变。
1936-1939 年间， 范文澜在河南从事抗战动

员和扩大游击区工作， 那时他已开始学习马列著

作如 《联共党史》、《斯大林选集》，“成天从容地坐

在那里阅读他所爱读的进步书籍。即使在饭馆里，
人们也可以看到这位博学的教授在手不释卷向着

世界最进步的科学和人类的真理深入钻研”[11]。但

在日寇扫荡的环境中，学习毕竟受限较多，延安边

区则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能让读书人无牵无碍，
有吃有穿，平心静气进行读书和研究”。因此，范文

澜于 1940 年到达延安后，更加废寝忘食地阅读马

列著作和党的文件。延安经常举办各种学术活动，
许多著名学者将他们研究的心得， 随时开会予以

报告。还有各式各样的讨论会、座谈会、研究会、学

习小组，“所以居住边区的人，就是不很用功，也会

有飞跃的进步”。 此外，范文澜还获得与中共中央

领导人毛泽东等直接交流的机会，毛泽东在《中国

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阐

明的关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历史遗产的批判与

继承等一系列精辟论断，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于

是由“以前对马列主义茫无所知”，很快发展为“这

一年来自觉进步不少”[4]。
《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这篇长文是 1940 年 9

月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的讲演提纲。 虽然

历史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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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谦对经学“所知有限，借以批判经学的马列主

义，更未能窥见途径，谈不到正确运用”，但从该文

来看， 他已自觉并较为熟练地运用马列主义对中

国古代的经学进行批判总结，随后撰写的《中国通

史简编》关于经学的部分内容，与该文的思想倾向

也是基本一致的。 范文澜运用马列主义批判总结

经学，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经学的发展与演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

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

在。 它的任务就是为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提供历

史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范文澜正是从历史唯

物主义出发来认识经学，强调“经学有它社会的历

史的坚固基础”[5]（P62），他指出：“经是封建社会的产

物。 原始封建社会产生原始的经，封建社会发展，
经也跟着发展，封建社会衰落，经也跟着衰落，封

建社会灭亡，经也跟着灭亡。”[5]（P45）经的本质是“封

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封

建社会本身在不断地变动，那么已经写定了的经，
怎样能跟着变动而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呢？“这就

必须依靠经学了。 儒生解释经义， 使它适合新需

要。同样的经，经不同解释，就成不同的经，也就发

生不同的作用。”[5]（P46）“这几部主要经典，流传到现

在， 已经二千多年， 经学本身起了无数变化和派

别，每一变化和派别，都是适应当时政治上的需要

而发生的。 ”[12]（P75）因此，经虽然不会随着封建社会

变动，但经学却常新。
具体到每个历史阶段， 范文澜都结合当时的

政治社会来详细分析其对经学的影响， 以及由此

带来的经学的发展变化。 他将经学史划分为三个

部分：汉学系、宋学系与新汉学系，两汉作为汉学

系极盛的时代，是他关注的一个重点时期。他指出

西汉前半期，统治权还未充分巩固时，采用黄老学

说，到汉武帝时，统治权十分巩固，“清净无为”成

为“好大喜功”的障碍，由《春秋》、阴阳五行、刑名

混合的公羊学，可以给武帝暴行提供理论根据，于

是他下诏罢黜百家，独尊公羊经学。 [5](P58)在《中国

通史简编》中，范文澜对汉武帝时代公羊学兴盛的

原因作了更多具体的分析。 他提出随着国力发展

到最高点，武帝想制礼作乐，粉饰太平，又想发扬

兵威，满足他本人征战四方的野心。 “于是儒家尤

其是公羊家大受宠用”。 武帝征伐匈奴，借口匈奴

曾经侮辱过刘邦和吕雉， 而公羊家说国君应该报

九代甚至一百代祖宗的怨仇。武帝征伐其他蛮夷，
公羊家说春秋主张大一统， 所有的外国都应该来

归附。 武帝对臣下严刑杀罚，公羊家说春秋诛心，
心里犯罪的就该杀罚。 “凡是皇帝要做的事，全合

于春秋的道理”[12](P199)， 这是西汉公羊学受宠的根

本原因。西汉末年王莽为便于篡位，竭力提倡古文

经，立博士。到东汉今古文并行，今文经混合谶纬，
得到统治者奖励；古文经学内容丰富，专讲训诂制

度，与当前政治隔离很远，所以也得到朝廷的赞助。
东汉末年，郑玄融合古文今文谶纬为一体，号称郑

学。 “既不谈思想，也不谈政治，止是一种烦琐的训

诂学，在大混乱的时代，郑学正适合儒家明哲保身

的传统习惯，因此流传很广，而且很久。 ”[12](P200)

对作为宋学系极盛时代的两宋时期， 范文澜

除了从学术自身演变的角度论述宋学的产生与发

展外，还结合当时的政治局势予以补充。他指出五

代篡弑剧烈，人伦大坏，尤其是君臣一伦几乎不再

存在。 赵匡胤篡夺称帝，竭力奖励儒学，试图建立

严格的儒家三纲五常，巩固自己的统治权。 因此，
崇儒成为宋朝的国策，后世历代皇帝都继续执行，
儒学发展之势不可遏止。 也正因为统治者崇儒的

目的在于重建三纲五常，因此“宋人道学尽管高谈

心性哲理，着重点只在‘伦常’上面”[5](P64)。 宋学的

重点是春秋学，因为《春秋》是孔子讲名分（纲常）
的儒家圣经，孙复创立宋学的规范，抹杀《春秋》一

部分的“攘夷”大义，只讲尊尊（君臣）亲亲（父子），
有利君父片面的伦理，“此后任何统治者 （包括入

主中国的异族）把表扬宋学，当作急务，原因就在

这里”[12](P643)。
对作为新汉学系极盛时代的乾嘉时期， 范文

澜同样注重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局势方面分析其给

新汉学带来的影响。 康熙时代对汉族实行的收买

政策，到雍正以后，转变为屠杀政策，如文字狱。
“一般士大夫在威胁利诱之下，应考作官，种族意

识早已消灭。他们继续发展清初的复古运动，却失

去‘实用’的意义”。研究古代训诂制度，连篇累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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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琐曼衍。 鸦片战争以后，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

国，中国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互相勾结，共同

压迫人民革命。中日战争以后，新官僚与一部分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企图用改良主义的方法从上而下

来挽救中国。 范文澜认为这些纷繁复杂的局势反

映在经学上，使得其呈现大混乱状态，新汉学系的

古文学派、 今文学派以及宋学系各派冲突不断，
“五四”以后，“因封建残余势力的益趋没落以及资

产阶级的软弱妥协不革命，而陷入末路”。“既然中

国封建社会趋于崩溃，它的上层建筑之一的经学，
当然不能无根而生存。 ”[5](P72)

（二）以唯物辩证法总结经学发展的规律

唯物辩证法主张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

问题，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事物的内部矛

盾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范文澜提出汉学、
宋学与新汉学之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关系： 宋学

讲求心性哲学， 着重纲常伦理， 是对讲求训诂名

物、五行谶纬的汉学的否定；新汉学重新讲求训诂

名物，则是对空疏浅陋的宋学的否定。但新汉学与

汉学，并“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前进的发展”。 因

为汉学目的在致用，发展古史为经学；新汉学不讲

致用，发展经学为古文(考据)。经学的历史就是一

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而“发展就是各对立方面之间

的斗争。 有斗争才有发展”。 范文澜认为经学发展

的史实，充分证明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经学斗争

史”[5](P47)。 这正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
关于经学的矛盾斗争， 范文澜强调既有经学

内部不同派别，如汉宋斗争，今古文斗争，程朱陆

王斗争等， 也有经学与其他学派， 如儒与杨墨斗

争，儒道斗争，儒佛斗争等。[5](P47)而且，这些斗争都

是就大的方面而言，具体到不同时代，斗争更加复

杂。 如两汉时期经学内部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

的斗争是最主要的，但西汉也存在经学与黄老、刑

名之间的斗争，后来阴阳五行化的经学战胜黄老、
刑名，取得实际的独尊地位。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

期，经学内部先后存在郑学与王学、南学与北学的

斗争。郑学采取今文长处(混合谶纬)融入古文，遭

到纯古文经学的王学的攻击。 王肃经学虽然不比

郑玄差，并有外孙晋武帝的帮助，但王学仍然归于

失败，范文澜认为“郑王斗争是守旧派与改造派的

斗争。 守旧派一定不能战胜改造派”[5](P60) 。
范文澜还总结出经学与 其 他 学 派 斗 争 的 方

法： 一、“迎合统治阶级， 发挥适合君长利益的理

论，掩蔽抹煞近乎危险的言辞”。 例如三纲、三从、
五行、五常之类，尽量进行发挥，凡是带有革命性

的全被阉割歪曲，以此取得统治阶级的尊信。 二、
“采取对方的长处，来改造自己的短处”。如西汉今

文经学采取刑名阴阳五行，南学采取老庄，宋学采

取佛、道两教。 尤其第二条方法，是经学斗争最有

力的武器，“夺对方武器战败对方是经学发展的主

要规律”[5](P47)。 这一观点，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仍

然被保留：“从汉朝起，历年二千，儒学成为中国文

化的基干。 期间或兴或衰， 却没有一个学派或宗

教，能夺取它的正统地位。严格拥护封建社会的等

级制度，是不败的原因之一。能吸收敌对学派或宗

教的某些特长，来充实自己，使适合统治阶级的需

要，是不败的原因之二”[12](P206)。 “夺取敌人的主要

武器，来战胜敌人，放弃旧的儒学，建设新的儒学，
是儒家传统的本领， 也就是永远被封建统治阶级

提倡尊重的主要原因”[12](P207)。
（三）用马列主义重估经学的价值

范文澜在概述五四前后的经学时， 对最有代

表性的经学家进行了激烈批判， 甚至不乏激烈乃

至偏颇之论。如古文学派代表刘师培，在范文澜早

期的学术著作中，多被尊称为“刘申叔先生”，并长

篇摘录其言论。如今范文澜不仅直呼其名讳，而且

大胆斥责其政治上的失节：“刘师培很快投降两江

总督端方当侦探，出卖革命党人。袁世凯做洪宪皇

帝，他又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他这种卑污无耻

的行为，的确继承了古文学‘开山祖师’刘歆的‘衣

钵’。”这是对传统师法最为大胆的背叛。至于章太

炎，范文澜也指出其在进入民国后，政治上碌碌无

为，学术上反对甲骨文，反对白话文，可见“依然保

守着他的封建顽固性”[5](P71)，“晚节不终，不能算是

真正革命者”[5](P30)。 至于新汉学系的古文学派、今

文学派以及宋学系，在范文澜看来，都因封建残余

势力的日趋没落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不革

命，陷入了末路。
范文澜强调，经学家如果不放弃“旧窠臼”，不

别寻新的康庄大道， 那么就只有从末路走向 “死

历史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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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新的“康庄大道”就是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领导

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 他特别指出虽然共

产党人提倡革命，但并不反对研究经学，中国共产

党是实践马列主义的政党， 它不会利用封建文化

来欺骗青年， 也不会无视历史事实而一笔抹杀。
“它要用马列主义的尺度，估量中国传统文化的价

值， 批判地采取优秀部分来丰富中国无产阶级的

新文化。”他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

剔除古代文化的封建性糟粕、吸收民主性精华，必

须尊重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等论断为原则，充分

肯定经学的价值：第一，经本身是古代史料，汉学

系经学发展了经，因此，汉学系经学堆积了众多的

古代史料；宋学系经学将经学发展为唯心派哲学，
因此宋学系经学也积累了大量的唯心派哲学史的

材料； 新汉学系经学从考据方面发展古代制度文

物， 因此新汉学系经学堆积了巨大的考古材料。
“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

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 它自有很高价值存在”，
谁说应该“丢到茅厕坑里”呢？ 第二，“经学里面多

少含有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尤其是讲做人道理

的格言，如满招损，谦受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

类，可采的更多。 另有一些封建统治阶级的“嘉言

懿行”，如果移植到无产阶级文化中来，一样可变

反动为有用。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还曾肯

定宋儒道：“宋儒善讲修身养性功夫，尤其是朱熹，
讲得更周到切实。 他们在这一方面确有甚大的成

就，是应该珍视并采择的。 ”[12](P646)

当时， 虽然由正统派经学家转向马克思主义

学者，并非仅有范文澜一人，另有与黄侃、钱玄同

并称章门三大弟子的学者吴承仕， 只是吴氏于

1939 年逝世，没有留下用马克思主义史观写的经

学著作，因此范文澜对经学历史的总结，是首创性

工作，被毛泽东誉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

头一次”[10](P163)。 《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是当时特殊

政治斗争背景下的产物， 虽然范文澜承认经学的

某些价值， 但他对经的定位比较低， 他一再强调

“经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

工具”。 新中国成立后，经学基本上退出了学术研

究，也退出了社会生活，范文澜却仍于 1963 年为

一些部门的理论工作者讲演经学，其讲稿即《经学

史讲演录》， 可见他仍然重视经学。 在该文中，
范文澜对经的评价略有提高， 他开篇即提出 “经

学虽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也起了一些好的作

用”[5](P464)。 相比《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经学史讲

演录》的内容更充实完善、分析更透彻深入、材料

也更丰富翔实， 这说明随着时代变化及对马列主

义学习的深入， 他对经学的认识也取得了更多进

展。 运用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论证经学的发展

变化， 是范文澜经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 正因

此， 他被称为唯物史观派经学研究的代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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